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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耕地保护演变阶段的划分存在不同的视角，有学者以国家耕地保护职能部门的成立为标

志，有学者以党和政府对耕地保护的认识与实践为标准，也有学者从耕地保护的目标出发进行划分，综合上述分类方法，本
文以“政策的体系化成熟度”为标准进行分类。

【土地问题】

耕地保护视阙下轮作休耕的法律表达

方涧

（浙江工商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从概念行政法学认识事物的一般逻辑考察，轮作休耕的本质乃土地利用行政规划，而非行政

指导或者管制性征收。 这种对财产权的限制并未构成“特别牺牲” ，在理论上属于“财产权社会义务”
之范畴；而中国宪法第 １ 条第 ２ 款的“社会主义原则” ，第 ５１ 条的“不得有损公益原则”和第 １０ 条第 ５
款的“合理利用土地原则”则从一般财产权和土地财产权两个维度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提供了规

范依据。 在耕地保护土地法律秩序内部，轮作休耕弥补了传统的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平衡和基

本农田制度的先天缺陷，将耕地保护从原有的“数量、空间”转向了“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的

综合管理模式。 在法律制度的配套安排上，应当利用“诱导行政”的工具由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地方

政府筹措资金，对实际生产经营者进行高于公正补偿的货币激励；同时改变传统自上而下的监管模

式，赋予村民委员会监督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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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 ）的决议，新《土地管理法》在第 ３６ 条增加了

“引导因地制宜轮作休耕”的规定，由此，“轮作休耕”以正式的法律术语形式出现在法律文本之

中。 耕地保护政策的演变体现了国家耕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也是国土管理理念变化的缩影。 改

革开放以来，为了应对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冲击，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与制度不断作

出调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于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同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非

农建设占用大量耕地。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和管理，于 １９８６ 年成立了国家土地管

理局，统一对土地进行管理，并于同年出台第一部《土地管理法》 。 在随后的 ３０ 余年时间内，中
国的耕地保护大体经历了 “ 零散型探索阶段” （ １９８６—１９９７） 、 “ 体系化初建阶段” （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体系化完善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 ‘三位一体’深化阶段” （ ２０１２ 至今） ①。 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对耕地的保护进一步从原来的强调“数量”为主转向“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

体”综合管理，实施耕地轮作休耕则是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 ２０１６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制定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 （以下简称《试点方案》 ） ，规定了总体要求、试
点区域和技术路径、补助标准和方式、保障措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１］ 。

毋庸置疑，耕地保护极为重要，但法学界对耕地保护具体法律制度的研究甚少，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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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共管理领域的耕地保护内涵 ［２］ 、发达国家的耕地保护措施①等，而对于包括“耕地轮作休耕

制度”在内的耕地保护政策严重缺乏法学视角的解读，关于 “三位一体” 的论述更是寥寥无

几 ［３］ 。 根据中国土地制度的安排，耕地大多属于集体土地，在推行“轮作休耕”之时，除了考量

其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之外，作为一项涉及公民财产权的国家政策，并在将来可能上升为

具体的法律和制度的背景下，理应在“权力—权利”框架内回答轮作休耕的法律本质、轮作休耕

的法理和宪法基础、轮作休耕在中国耕地保护土地法秩序中的应然位置、轮作休耕的配套法律

安排等四个重要问题。 以下，主要围绕这四个问题展开论述。

二、轮作休耕的法律本质

正如其他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央政策的制定与试点工作的展开是中国土地法律制定和制度

生成的重要渊源。 从历史来看，中央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尤其是试点工作的部署，学者们都极易

将其纳入经济政策或者政治政策的范畴，而有意规避对其法律性质的探讨。 但是在法治社会中

依旧需要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法治基本原则的框架之下将合理化的政策合

法化、法律化，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 因此，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和落实“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

目标首先必须明确轮作休耕的法律本质，对其法律内涵进行解读，否则就无法明确其适用的依

据、对象、程序等具体内容。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

出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 随后包括中央一号文件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均对这一制度构想予以肯定和说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试点方案》 ，并由农业部等 １０ 个相关部门联合发布，耕地

的轮作休耕开始走向组织化与制度化。
从农学角度理解，“轮作” （ Ｃｒｏｐ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是指为了保护地力，在同一块土地上有序地轮换

种植不同作物的一种耕作方式 ［４］ ；“休耕” （ Ｌａｎｄ Ｆａｌｌｏｗ）是为提高耕种效益，实现土地可持续有

效利用在一定时期内不进行耕种的耕作方式。 这两种方式均被证实是对改善地力和生态具有

显著作用的农学手段。 但从概念行政法学认识行政事务的一贯逻辑考察，对其定性仍存在进一

步探究的空间。
首先，轮作休耕是否为行政指导行为？ 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旨在引导特定行

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配合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行政行

为 ［５］ 。 判断是否属于行政指导的要件为：（ １）在主体和目的上具有行政性，但不具有相应的法

律效果，并没有创设相应的权利义务；（２）在方式或手段上具有“非强制性” ，行政主体或人民法

院都不能强制执行或强制实施行政指导，而只能依赖于相对人的接受或者自觉遵守 ［６］ 。 以上述

两个要件为标准，轮作休耕从形式上看似乎就是行政指导行为的一种：一方面，“轮作休耕”制

度方案由农业部等 １０ 个部门发布②，其目的在于促进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平衡粮

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在方式和手段上强调以政策引导为主，尊
重农民意愿。 但是，将其划归为行政指导行为并不合适。

第一，虽然《试点方案》在基本原则部分强调了要“加强政策引导，尊重农民意愿” ，但这是

由试点的探索性特征所决定的。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尽管从法理逻辑看《试点方案》并无

法律上的强制力，但却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在《试点方案》所规定的试验区内，所有相对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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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成果如，丁成日：《美国土地开发权转让制度及其对中国耕地保护的启示》 ，《中国土地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７４－８０ 页；孙强、蔡运龙：《日本耕地保护与土地管理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北京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 期，第 ２４９－２５６ 页；刘娟、张峻峰：《发达国家“三位一体”耕地保护管理实践》 ，《世界农业》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２８－３１ 页。
参见《农业部等十部委办局关于印发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农业部网

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ｎｙｂｇｂ ／ ２０１６ ／ ｄｉｑｉｑｉ ／ ２０１７１１ ／ ｔ２０１７１１２８＿５９２１７１２．ｈｔｍ。



事实上均接受或者遵守方案的规定。 因此，作为试点的轮作休耕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站对农民

耕种的指导行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根据中国改革试点与法律制度生成的一般逻辑，在
试点推广条件成熟之时便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界定为行政指导行为将极大地削弱

其作为试点推广的应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改革的进程与制度的生成速率。
其次，“轮作休耕”是否为一种征收行为？ 传统的征收行为要求公权力对所有权进行“没

收” ，所以轮作休耕并不属于传统征收权的范畴。 对其是否属于“管制性征收”或者“准征收”行

为却值得商榷。 农地管制性征收是指“行政机关并不征收农地，即对农地的所有权不产生影响，
但行政机关对土地利用方式所实施的管制行为，直接导致农地权利人遭受利益损失，从而产生

农地管制性征收” ［７］ 。 事实上，尽管管制性征收行为在中国极为常见，但中国法上却并不存在

这一概念。 如果从学理上进行剖析，管制性征收亦属于征收范畴，也必然需要满足“公共利益＋
正当程序＋公正补偿”的征收三要件 ［８］ ，对财产权的侵害也要求达到“特别牺牲”的程度，在理论

证成上还必须满足“互惠”原则的检验 ［９］ ，也即财产权人因政府管制遭受了财产上的损失，没有

得到经济利益上的补偿时，这种管制就有可能被视为“走得太远” ，从而构成管制性征收①。 有

学者将其确定标准概括为“实体性正当程序是手段和目的构成的坐标系，平均利益互惠是负担

与利益构成的坐标系，权利束是被剥夺的利益与财产的全部利益构成的坐标系” ［１０］ 。 与传统征

收最大的区别在于管制性征收并不对财产的所有权产生影响，只是限制了财产的使用权。 从这

一意义上看，作为限制耕地使用权的轮作休耕似乎与管制性征收极为相似，但实际上其本质并

非管制性征收。 第一，轮作休耕是农户“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并没有超越一般“侵害”的限度构

成“特别牺牲” ，因而不属于征收之范畴（具体将在下文详述） ；第二，从技术推广路径以及休耕

所选择的区域看，轮作采取“一主四辅”模式，休耕主要集中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
态严重退化地区，这种安排与管制性征收相比体现了更强的“规划”属性，对财产权进行周期性

的限制也是为了更好地释放财产权的价值；第三，对轮作休耕的补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对财产

征收的补偿，而更多的是包含了诱导行政的内涵，起到引导和激励的作用；第四，从互惠原则考

量，土地权利人在接受轮作休耕的同时也获得了几乎等价于耕地收入的财产性增益，满足了“经

济互惠”的要求，同时由于轮作休耕地区的特殊性，采取这一措施往往可以提高土壤肥力、改善

生态环境，从而提升社会利益，间接惠及土地权利人，因此也符合“社会互惠”的标准。
最后，轮作休耕应当是一种行政规划行为。 行政规划是指行政机关在利用土地、空间或者

其他公共资源实施公共事业之前，就实现行政目标的方式、步骤、条件等要素作出系统筹划的一

种行政行为 ［５］ 。 与行政指导行为相比，行政规划体现出更强的约束力；与管制性征收行为相比，
行政规划具有更为明显的规划特征，是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之事务的总体规划 ［１１］ ，对财产

权的侵害程度也不及管制性征收，而且对于农户的财产性损失不需要受限于传统的征收补偿理

论，货币补助或者激励的数额也可以超越补偿的限制。 从现有的土地制度来看，中国实行土地

用途管制制度，对农地的利用主要分为用途管制和利用方式管制两种类型 ［１２］ 。 轮作休耕是对

几个特定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一种规划性安排，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也具有强烈的政

策性 ［１３］ 。
令人生疑的是，既然将轮作休耕认定为行政规划行为，是权力的合理使用，为什么在制度安

排上依旧需要补助？ 事实上，对轮作休耕的货币补助在本质上并不等同于基于征收行为而产生

的补偿，更多包含着激励、引导和环境治理的要素。 在德国法上，行政补贴是国家或者其他行政

主体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给私人发放的财产性资助，其目的在于引导受补贴者为或不为

一定行为以实现特有的公共利益。 反观中国轮作休耕的货币补助，其本质也是一种利益诱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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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互惠原理”是美国法判断管制性征收是否成立的重要原理，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经济互惠和社会互惠两个阶段。
这一原理的基本思路在于：管制必须对财产权人产生一定的经济影响，使其财产利益遭受一定程度的减损，如果这种管制措

施在减损财产权人利益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利益，就应当认定为不构成征收。 具体可参见刘连泰：《法理的救赎———互惠原

理在管制性征收案件中的适用》 ，《现代法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



为，而非征收补偿行为，国家通过货币补助这一财产性资助使土地权利人产生额外收益的预期，
进而引导其从事一致的、有利于实现特定公共利益的轮作休耕行为。

对轮作休耕的行为本质进行行政行为论的剖析即便是在功能主义视角内部也存在重大意

义。 行政规划与行政指导、管制性征收行为在法律关系的创设、权力的界限、遵循的基本原则与

理论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 将其界定为行政规划意味着这一行为创设了行政法律关系，并且在

财产权的限制上属于“作为社会义务的单纯限制” ，并未“逾越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１４］ ，也意味

着这一行为具有强制性。 毋庸置疑，这是一项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而出台的政策，但
是对于农户而言，在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更多地关注眼前的利益，而很

少愿意为生态利益主动承担经济成本 ［１５］ 。 因此，将其界定为行政规划不仅是法律结构要素的

体现，更是现阶段实然层面的考量。 基于此，才能在耕地保护“三位一体”的目标下更好地探讨

轮作休耕在中国耕地保护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定位及配套制度安排。

三、轮作休耕的域外实践与基础依据

探讨轮作休耕的法律性质有助于甄别这一行为的本质，进而能够更好地协调与其他耕地保

护行为之间的关系。 但是要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耕地保护制度，仅仅明确其法律性质是不够

的，还必须了解典型国家的轮作休耕制度，并寻求学理和宪法基础，以通过准确的法律表达和经

验借鉴将其纳入现行法律体系。
（一）域外轮作休耕的制度实践

耕地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部分域外国家和地区早已推行轮作休耕制度多年，尤其是美

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休耕制度普遍实施，且各具特色，对中国轮作休耕制度的建构和

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的休耕制度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粮食过剩和改善生态环境，

同时稳定粮价、促进出口 ［１６］ 。 １９３３ 年，美国成立土壤侵蚀服务所，其在研究的基础上出台多项

法案，将耕地休耕作为一项基本农业政策提升到制度层面 ［１７］ 。 在随后几十年内，美国相继出台

土地银行项目，规定了 ３ ～ １０ 年的休耕期 ［１８］ ，强制规定农场主最低休耕 ２０％的土地等措施。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美国的休耕计划达到一个小高潮，《食品保障法》 （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 ［１９］ 和《土地

保护储备计划》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ＲＰ）相继出台 ［２０］ 。 除了在技术上具备完善的

效益评价系统外，美国休耕制度最大的特点在于：将农民自愿申请与竞标审批相结合并利用市

场化机制进行多元化补贴 ［２１］ 。 农民可以自行提出休耕申请，并提出具体的土地类型、补贴要

求、休耕计划等，农业部则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批，确定具体的休耕方案，并将参与休耕

计划的面积严格控制在当地农地面积的 ２５％以内 ［２２］ 。 获准加入休耕计划的农民通常会与农业

部签订 １０ ～ １５ 年的休耕合同，并将获得市场化的土地租金和植被保护实施成本等补贴。
欧盟轮作休耕的体系化始于 １９９２ 年的麦克萨里改革，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农业政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中尤以德国为甚。 德国鼓励农民实行休耕旨在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损害，调控

粮食供给总量，实现市场平衡，强制休耕与自愿休耕相结合是德国减少粮食产量的有效手

段 ［２３］ 。 欧盟的休耕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一，自愿休耕与强制休耕相结合，
大农场占总面积 １０％的部分需要强制休耕，小农场则进行自愿休耕；第二，市场化补贴机制，不
同地区、不同作物、不同产量等因素均会影响补贴的价格；第三，精细化休耕轮作的监测和

管理 ［２４］ 。
日本的休耕政策肇始于 １９７１ 年的稻田转作计划，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稻米剩余问

题，以维持水稻价格，后在乌拉圭回合签订的《农业协定》将环境目标纳入其中 ［２５］ 。 日本的轮作

休耕制度将自愿休耕与强制休耕相结合，休耕方式具体可划分为永久性休耕、轮种休耕和管理

休耕，并提供阶段性补贴和永久补贴两种补贴方式。 但是由于人多地少的客观国情、缺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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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益评估和监督手段，日本的轮作休耕反而带来了抛荒等诸多问题。
三种轮作休耕模式的塑造是与本国的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人地关系、农业生态环境等

要素紧密联系的，尽管在设计上各有侧重，但在休耕方式上均采取自愿休耕和强制休耕相结合

的模式，同时注重补贴的激励性和引导性，并将监督和效益视为管理的重要内容。
（二）轮作休耕的学理基础：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在学理上，国家对财产权的限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超过了一个公民应承担的一般性的财

产义务，构成了一种特别牺牲，基于平等原则，国家应当进行公平补偿，例如土地征收便是典型

代表；另一类则属于公民财产权应当承担的社会义务，尽管客观上造成了对财产权的侵害，但是

权利人也应当忍受，并不会产生国家补偿的问题，此为单纯的财产权限制，例如土地的行政区

划。 这种单纯限制财产权的行为在美国来源于“警察权”理论①，在德国则来源于“财产权的社

会义务”理论②。 事实上，“轮作休耕”的理论基础也同样来自“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
主张私人财产负有社会义务，乃是认为：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目的，财产权应当作自我限

缩。 在个人张扬其财产自由的同时，应使其财产亦有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也就是能够促

进合乎人类尊严的人类整体生存的实现 ［２６］ 。 这一理论是伴随着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到

“财产权承担社会义务”的过程而展开的。 对财产权予以法律保护的思想滥觞于西方古典自由

主义，在“财产权绝对”的理念下，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财产权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人们组

成国家和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权。 这一财产权绝对的观念最先在民法中予以

确认③，并通过承袭进入宪法领域，成为限制国家公权力干预私人财产权的主要法律依据④。 然

而所有权绝对的观念依旧引发了深刻的忧虑，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财产权保障的社会基础发

生了根本性变革，从原来的“人们不指望国家或者半国家的组织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变成了“个

人在经济上的保障，与其说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及由他们自己采取的预防措施，不如说更多靠的

是某个集体、国家或社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给付” ［２７］ 。 因此，“物的所有权”与“个人生活的基

本物质保障”之间的联系被逐渐削弱，维持基本生存的条件从对“物的所有权”转变为“雇佣劳

动所得和国家福利给付” 。 同时，个人支配私人财产的活动更加深入地影响到他人，例如广告牌

的灯光、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等，都被纳入限制的范畴。 财产权的行使，同时也需要有助于

公益。
需要指出的是，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征收权在理论上存在分野，前者无须考量补偿，而后者

则要求公正补偿。 然而当管制性征收被纳入征收理论与实定法的视野之后，二者的边界却变得

模糊不清。 因为从外观上考察，两者均是对除却所有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性权利的限制，但二者

的法律后果却迥然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借助“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此作出解释。 这一理论的

核心观点在于社会义务对财产权的限制程度较低，对公民的影响也较小；而征收权则在根本上

侵害了财产权，体现出更显著的持续性和严重性效果。 换言之，区别两者的核心标准在于对财

产侵害的程度、效果与强度，如果这一财产损害具有可期待性，那么就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反之则属于征收的范畴。

根据《试点方案》安排，轮作开展的区域为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等地，该地区属于“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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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警察权是指美国联邦及各州可以拥有警察权力来管理人民，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将人民的自由权及财产权等基本权

利予以限制或剥夺的权力。 它并非是一种隶属于警察的权力，而是一种基于国家强制力，去保护公民利益的权力，从诞生之

初便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参见方涧、沈开举：《美国城市土地区划中的美学规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２３ 页。
德国“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与美国的“警察权”理论相比，有着明显的社会主义背景，无论德国民法典制定是门格

尔等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还是德国基本法的“社会国原则” ，都与中国宪法有更多理念上的类似。 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

义务》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第 １０３ 页。
如《法国民法典》第 ５４４ 条规定：“所有权是对物有绝对无限制的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
如《魏玛宪法》第 １５３ 条第 ３ 款：“所有权负有义务，财产权的行使要以公共福祉为目的。” 《日本国宪法》第 ２９ 条规

定：“不得侵犯财产权。 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合于公共福利，由法律规定之。”



刀湾地区” ，是中国玉米结构调整的重点区域。 东北冷凉区气候寒冷，由于多年玉米连作，造成

土壤板结、除草剂残留药害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而北方农牧交错等地水资源紧缺，土壤退

化沙化严重，是中国农业灾害最频繁的区域之一。 因此，开展“一主四辅”①，对农作物进行有规

划的轮流种植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也可以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永续利用，这
种对财产权的限制并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休耕从表面看确实严重侵害了农户的财产权，但需要注意的是，休耕所选择的区域为地下

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区。 这三个地区的特点在于土壤肥力和产量低下，生
态环境脆弱，且不适宜持续种植农作物。 地下水漏斗区严重干旱缺水，重金属污染区污染严重，
生态严重退化区石漠化等严重。 因此，上述实行休耕的地区本就不适宜持续种植，必须经过一

定时间的整治和养护才能满足粮食种植的要求。 故而，在上述地区开展的休耕在本质上是一种

有规划的环境治理活动，对粮食产量的实质影响并不大，因此也当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三）轮作休耕合宪性分析的规范依据

如果说轮作休耕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那么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中

国法律体系内，其《宪法》的规范依据是什么？ 因为作为一项与公民财产权密切相关的制度，宪
法规范对财产权保护的界限将是支撑这一制度合宪性的关键。 《宪法》第 １３ 条第 ３ 款规定了国

家对公民财产权作出超越社会义务限制的条件②，但是对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却语焉不详。 事

实上，如果从一般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和土地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两个维度考察，《宪法》第 １ 条第

２ 款“社会主义原则” 、第 ５１ 条“不得有损公益原则”和第 １０ 条第 ５ 款“合理利用土地原则”构

成了上述义务的规范基础。
《宪法》第 １ 条第 ２ 款和第 ５１ 条分别从国家根本制度和公民行使财产权的界限等两个维度

为一般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下了注脚。 《宪法》第 １ 条第 ２ 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根本制度。”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原则”是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与德国法上的“社会国

原则”在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上规定的精神具有一致性，“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涉及人之生存问题，
尤其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作为基本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为此必须提供符合人性尊严的社会经济

条件，同时对在社会经济上陷入困境者提供救助” ［２８］ 。 因此，中国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天然

包含着扶助经济生活中的弱者、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平衡的精神” ［２９］ ，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

求，要求私人财产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比如本文所讨论的轮作休耕，国家出于粮食安全和生

态保护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权利人的土地财产权，但这一限制具有宪法上的正当

性，是土地权利人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而《宪法》第 ５１ 条规定公民对自由和权利的行使不得

有损公益，这也从公民的权利视角明确了契合社会责任的财产权义务。
如果将目光聚焦于土地财产权，事实上《宪法》第 １０ 条第 ５ 款同样构成了土地财产权社会

义务的宪法规范基础。 该条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必须”
意味着作为土地财产权主体的组织和个人存在宪法上的义务，而“合理地利用”则意味着对耕

地的修整、耕作等都不能依据个人的喜好随心所欲地进行处分，与其他财产权相比，宪法对土地

权利人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财产使用限制，对土地的利用必须满足“合理性”要求。 这就要求权

利人在利用耕地的过程中要将“数量、质量、生态”三者统筹考虑，不能为了盲目追求产量而忽

略了粮食的质量以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能长久地闲置耕地，造成耕地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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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主” ：实行玉米与大豆轮作，发挥大豆根瘤固氮养地作用，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优质食用大豆供给。 “四辅” ：实行

玉米与马铃薯等薯类轮作，改变重迎茬，减轻土传病虫害，改善土壤物理和养分结构；实行籽粒玉米与青贮玉米、苜蓿、草木

樨、黑麦草、饲用油菜等饲草作物轮作，以养带种、以种促养，满足草食畜牧业发展需要；实行玉米与谷子、高粱、燕麦、红小豆

等耐旱耐瘠薄的杂粮杂豆轮作，减少灌溉用水，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实行玉米与花生、向日葵、油用牡丹等油料作物轮作，增
加食用植物油供给。

《宪法》第 １３ 条第 ２ 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

给予补偿。”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目前推行的轮作休耕具有充足的合宪性分析的规范依据。

四、轮作休耕在中国耕地保护土地法秩序中的位置

（一）中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体系

轮作休耕是在中国耕地保护从单一的总量控制转向“三位一体”的过程中建构的，因此必须

将其置于整个耕地保护的体系之中进行理解和完善。 经过 ３０ 余年的发展，以《土地管理法》为

基础法律文本，中国形成了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以耕地总量控制与占补平衡、基本农田保护

为主要内容的耕地保护体系。
第一，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土地用途管制是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编制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土地的用途进行分类和限制的制度。 用途管制是对私权的限制，在没有明

确土地使用权为物权的年代，土地审批直接充当用途管制的功能。 最直接的依据是，中国 １９８６
年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实行“分级限额审批用地制” ，政府在批准用地之时，用途也同时被限

定。 这一制度虽然在实行初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不能在制度层面落实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要求，地方政府通过下放审批权等形式将大量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耕地保护形势日益严

峻 ［３０］ 。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经济的发展和开发区建设的热潮使得人地矛盾异

常尖锐。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 １１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 ，对前几年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紧急处理，要求加强审批管理，
对农地和非农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 １９９８ 年《土地管理法》的修订直接将其吸纳，首次正式

确立了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新型土地管理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的土地管理

从“分级限额审批用地制”转向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从“保障建设用地供给为主”转向了

“保护耕地为主” 。 至今，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仍然是中国土地管理模式的核心和基础，也是耕地

保护制度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二，耕地总量控制与占补平衡。 由于耕地占用税等政策工具在发挥短暂作用后无法遏制

耕地流失严重的趋势，国家于 １９９７ 年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

护耕地的通知》 （中发〔１９９７〕１１ 号） ，首次提出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概念，并于 １９９８ 年纳

入《土地管理法》 。 所谓“占补平衡” ，是指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实行“占多少，补多少”的原则，补
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３１］ 。 控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手段主要包括土地开发、农地整理、土
地复垦和耕地占补平衡，其中占补平衡是最为重要的一种。 １９９９ 年，全国初步完成了覆盖中

央—省—地市—县—乡镇五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此规划为依据，任何建设用地的审批都

要严格执行“占一补一”的政策。
从耕地总量控制与占补平衡的实施效果来看，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耕

地的数量。 由历年的 《国土资源公报》 分析可知， １９７０—１９９５ 年期间，中国的耕地面积从

１０１１３４．７ 千公顷降至 ９４９７３．９ 千公顷，年均净减少耕地 ２４６．４ 千公顷。 但是由于统计技术和政

策等的影响，耕地面积的数据可信度并不高，但耕地大面积流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１９９６ 年

全国耕地面积统计数量为 １３００３９．２ 千公顷，１９９７ 年之后，由于耕地总量控制政策的执行，全国

耕地面积的下降趋势有所缓解。 但在随后的 １４ 年内，除个别年份因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

方式增加的耕地外，耕地面积仍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２ 年，由于测量方式和政策的调整，当年的耕

地面积为 １３５１５８．５ 千公顷，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２０１６ 年中国耕地面积为 １３４９５． ６６ 千公顷。
从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 年的统计结果看，均维持在 １８ 亿亩（１２００００ 千公顷）耕地红线之上。

第三，基本农田保护。 如果追本溯源，对基本农田的建设最早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而首次提出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设想是在 １９８９ 年，当时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农

业部在湖北省荆州市联合召开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共同交流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建设经

验 ［３２］ 。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保护条例》 ）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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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这一制度正式被立法确认。 １９９４ 年的《保护条例》在第 １２ 条规定了“大中城市蔬菜生产基

地”等四大类基本农田保护区①。 １９９８ 年，国务院制定了新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对基本农

田的划定作出修订，取消了部分限制内容，并一直沿用至今②。 这一制度得到了《土地管理法》
的积极响应，并在 １９９８ 年修订之时将之吸纳，同时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基本农田

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 为了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新《土地管理

法》又将“基本农田制度”发展成为“永久基本农田制度” ，进行了更为严苛的规定。
合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政成本极其高昂，因此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不仅在数量上限制了建设

占用耕地，而且还在空间上制约了建设用地的选址。 但是，由于制度的严苛性导致城市的空间

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地方政府缺乏基本农田保护的激励，以致于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

调整空间布局，规避国务院的审批，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耕地质量下降。
（二）轮作休耕进入土地法秩序后的法律定位

诚如前文所言，轮作休耕的法律本质乃行政规划，相应地，对其法律定位即为土地利用规

划，更为准确地说，乃耕地质量提升与生态保护土地利用规划。 事实上，将轮作休耕纳入中国土

地法律秩序是必要而且迫切的。 中国的土地法律规范体系主要由土地赋权性规范体系、土地利

用规划性规范体系、土地权利限制性规范体系、土地管理性规范体系和土地利用监管监察规范

体系等五部分组成。 在该规范体系内部，目前耕地保护主要由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平衡和

占补平衡、基本农田三大规范体系构成。
从三者在耕地保护法律体系内部的定位来看，耕地总量控制与占补平衡保证了耕地的总量

不下降，或者说在短时间内不会形成较大的波动；基本农田制度则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空间上

限定了建设占用耕地的范围和数量；土地用途管制则以规划的形式限制了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

上线并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进行分级审批的分权。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这都是一套极为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甚至被誉为“全世界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 然而，这套制度在多年

的运行过程中仍暴露了诸如计划经济痕迹明显、缺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缺乏激励制度等缺陷，
最明显的缺陷还是过于强调耕地的数量，而忽略了对质量和生态的必要关怀。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是一个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的概念，实质是全面维护

和提高农田生态系统的生产、生态和生活功能，保障区域和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一系列活动 ［３３］ 。 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主要数据成

果》 ，２０１５ 年度全国耕地优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面积的 ２．９０％；高等地占 ２６．５９％；中等地

占５２．７２％；低等地占 １７．７９％，质量平均等别为 ９．９６（中等地） ，低于平均等别的 １０ ～ １５ 等耕地

占 ６０．１１％③。 可见，中国耕地质量不容乐观，整体质量偏低，优等地面积明显偏少。
事实上，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平衡和基本农田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一定空间

内维持一定规模的耕地总量，却难以遏制耕地质量下降的趋势，而传统的控制和监督手段已然

无法平衡占用耕地的质量和垦造耕地的质量。 出于安全、成本、地缘等因素的考虑，建设开发通

８１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０ 卷

①

②

③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 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２ 条：“下列耕地原则上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一）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和名、优、特、新农产品生产基地；（二）高产、稳产田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

设施的耕地以及经过治理、改造和正在实施改造计划的中低产田；（三） 大中城市蔬菜生产基地；（四） 农业科研、教学试验

田。”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 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０ 条：“下列耕地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严格管理：（一）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内的耕地；（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

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三）蔬菜生产基地；（四）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铁路、公路

等交通沿线，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区周边的耕地，应当优先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退耕还林、还牧、还湖的耕地，不
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全国耕地评定为 １５ 个等别，１ 等耕地质量最好，１５ 等耕地质量最差。 １ ～ ４、５ ～ ８、９ ～ １２ 和 １３ ～ １５ 等耕地分别划为优

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 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 ２０１６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主要数据成果》 ，数据合计数由于

单位或小数位取舍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常会占用平原地区的土地，这些土地相对而言种植和灌溉条件较为优越，而垦造耕地的质量却

不能保证。 尤其是沿海省份，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大，后备土地资源匮乏，“占优补劣”的现象十

分普遍。
因此，轮作休耕在土地法律秩序内部，尤其是在耕地保护土地法律规范中应当具有重要位

置。 事实上，中国的耕地保护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长时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之中，包
括轮作休耕，目前也仅仅只是一个试点性的政策。 从一开始的严守耕地红线，单方面强调数量，
到如今不仅要求“占一补一” ，还要求“占优补优” ，同时强调“质量、数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方

位保护（图 １） 。 因此，从政策演变的过程可以窥见，中国对耕地保护的认识经历了从片面到逐

渐全面、系统的过程。 将轮作休耕政策纳入土地法律秩序内部将是对系统性完善耕地保护法律

规范体系的重要补充，意味着在法律上基本完成了涵盖数量、空间、质量、监督等多维度的耕地

保护框架体系。

图 １　 中国耕地保护法律与政策体系图

五、轮作休耕的配套法律安排

轮作休耕从一项试点政策上升为法律制度的同时需要与之配套的法律安排，中央一再强调

“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 ，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其主观能动

性” ，要“加强对休耕的监管，禁止弃耕、严禁废耕” 。 因此，落实轮作休耕制度的两个核心配套

制度在于激励与监督，相应地，应当完善货币激励制度与监督制度。
（一）轮作休耕货币激励制度建构

诚如前文所言，对纯粹的法学理论而言，轮作休耕属于一种基于财产权社会义务的“土地利

用规划” ，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但并不属于征收权的范畴。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由此引起的货

币补助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激励或者诱导行政行为，而不是补偿行为。 但从政策推进和现实效果

等层面观察，补助金不仅应当发放，而且其承担主体、接受主体和标准等应当具有区别于征收补

偿的特殊性。
其一，尽管轮作休耕的本质乃土地利用行政规划，并非征收之范畴，但行政补贴的实施必不

可少，因为发放补助金是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推动轮作休耕实施的最佳途径。 一个客观

的事实是，轮作休耕在短期内势必会对土地权利人的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缺乏合理的利益反

馈将直接导致政策和制度推行的巨大阻力，因为农地是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关乎基本的生存

权益，不进行合理的补助将遭到极大的抵抗。 从法理上考量，轮作休耕的推行契合行政补贴的

目的，国家推行这一政策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全等公共利益，因此

通过利益诱导的形式达至这一目标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另外，从现实的操作性来看，国家制定

相对统一、明确的补助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规范行政行为、减少执法争议、
提高政策的推行效率。

其二，激励金的承担主体应当包含中央政府、其他地区地方政府。 从战略层面上讲，粮食安

全、耕地保护、生态利益等均属于公共产品，若由私人提供会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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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国家统筹安排耕地轮作休耕的具体内容，对不同区域、不同面积的土地采取不同的技术路

径，因此中央政府应当是激励金的主要承担主体。 但是，在具有较强的强制性、统筹性等优势的

同时，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央激励金的数量缺口大、来源方式的单一，且层层下拨导致行政

效率低下，因此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应当成为激励金承担的辅助主体。 由于不同地区的土地自

然资源差异较大，为耕地和生态保护所承担的社会义务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其他地区的地方

政府应当对相应区域作出特别牺牲的主体承担一定的货币给付义务，以恢复社会成员之间义务

负担之平等。
其三，激励金的接受主体宜为实际生产经营者，而不包含不承担实际经营的土地承包者。

在传统的“两权”分立之下，激励金的接受主体即为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主体，但是在推行土地承

包经营权“三权”分置之后，在承包权人的用益物权之上又可能存在第三方的经营权主体。 从

权利逻辑上而言，当土地承包者将耕地的经营权转移给经营权人之后，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对价，
并且不再负责土地的经营活动。 因此，真正因土地行政规划而遭受实际损失的应当是实际生产

经营者，激励机制也应当针对实际生产经营者发挥作用。
其四，激励金设定的标准应当重点体现激励与公平。 激励金与补偿款的作用不同，前者更

加注重引导，后者更加注重公平。 在试点阶段，轮作休耕作为一项政策带有一定的现实强制性，
但是发展到后期，不仅应当成为一项强制措施，更应当在培养农户生态意识的基础之上，鼓励农

户自主参与轮作休耕，就像大众遵守交通规则一样将该项制度落实到日常的耕作活动之中。 但

是现阶段绝大部分农户仅仅着眼于眼前利益，因为客观地讲，尤其是休耕，确实造成了农户的经

济损失。 因此，激励金的设定应适当高于农地原产值，用于激发和培育农户的生态保护意识，落
实耕地保护政策。

这一激励机制的建构可以协调不同区域和不同主体之间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平衡。 通

过这种货币的转移支付，可以激励因增进生态利益正外部性而遭受财产利益损失的主体，也能

平衡因为自然资源差异引起的地区负担不平等，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
（二）轮作休耕监督制度架构

哈丁在《公地悲剧》中曾指出私有化和管制是避免公地悲剧的两种进路 ［３４］ 。 土地社会主义

公有制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土地制度的基本原则，坚持土地公有制决定了当前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的政治方向，也是中央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的“三条底线”之一。 因此，尽管中国土地“三

权”分置的建构存在众多现实难题，但提高耕地资源配置效率主要还是通过土地“三权”分置的

方式进行优化，而非通过私有化 ［３５］ ；也正因为如此，管制成为当下稳定推进轮作休耕的不二

选择。
与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平衡和基本农田制度的监督有所不同的是，上述耕地保护制度

可以通过行政规划、指标分配、行政审批和卫星遥感等方式进行直观监管，而轮作休耕的动态性

较强，因此除了传统的立法、司法和审计等监督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落实监管的责任主体。 传统

的监管方式通常是自上而下的，监管主体也以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为主，不仅各个主体之间的

协同存在职能分工不明确、缺乏核心监管主体等问题，而且监管成本高昂，效率低下 ［３６］ 。 因此，
一个相对理想的方案是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确定为核心监管主体 ［３７］ 。

但是随之带来的问题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和外延在法律上并不

明确，且占中国农村 ６２％的农村地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 ［３８］ 。 从历史上看，集体经

济组织的前身是合作社，后来演变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在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实行之后又演变为乡（镇） 、村（设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及村小组三级 ［３９］ 。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村民委员会是最佳的监督责任主体。 首先，乡（镇）政府是一级国家行

政机关，乡镇辖区范围较大，且集中了绝大部分的耕地，让乡（镇）政府成为监督责任主体，一方

面会带来过重的工作负荷，另一方面本质上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并无区别；其次，村小

组虽然与农户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最熟悉耕地状况的基层组织单位，但村民小组是一个松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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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部组织，缺乏特定的组织结构，担任监督责任主体缺乏一定的能力和现实条件；最后，村民

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农村村民进行自治的组织形式 ［４０］ ，是一个综合性的兼具行政、
经济、自治三种职能的农村社会基层组织 ［４１］ 。 现实中，村民委员会具有准行政性，承担部分管

理职能，是耕地的最直接管理组织，因此由其进行监督较为适宜。

致谢：沈开举、郑磊、楼建波、郭洁等师友以及匿名审稿人在本文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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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ｆａｌｌｏｗ ｍａｋｅ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ｏ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ｆｕｎｄ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ｆａｉ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ａｎ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ｐ－ｄｏｗ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ｌ⁃
ｅ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ｏｐ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Ｆａｌｌｏｗ；Ｌｅｇ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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